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2017, 2019, forthcoming）。另一方面，在新加坡（佐々木 1987: 111），馬來西亞（佐々木 1987: 115）和菲律
賓（佐々木 1987: 119）的乩童則通常都設有乩童專用的廟。自少可以說乩童與廟之間的歸向依附的關係
是一個特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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